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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异速关系及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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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关键问题。本文以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指数为研究对象，构

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两者关系的时空变化规律，并借助增强回归树

模型探究异速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指数空间

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相似性，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态势；随着工业经济规模

的扩大，工业污染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② 在纵向异速上，长三角地区总体沿着经济环境基本

协调—经济扩张弱型—经济环境基本协调变化；在横向异速上，多数城市工业污染指数相对增

速低于工业经济规模增速，标度指数多呈下降趋势。③ 城市生态基础、能源利用效率、工业发

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财政投入水平是影响异速增长的主导因子，这些因素

在前期对异速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后期转变为负向影响。④ 经济增长的市场主导与环境保护

的政府主导间的错位关系产生经济环境异速增长，并促使区域一体化出现，区域一体化与经济

环境异速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生态一体化建设，实现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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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中，至
2012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2000—201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由 40.15%降
至33.90%，工业污染排放量也呈下降趋势，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分别下降9.89%和72.30%。长期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过度依赖资源消耗，造
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阻碍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成为经济绿色发展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促进
经济与生态的和谐绿色发展。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虽有
所改善，但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因此生态城镇化应运而生，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
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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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城市
群作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1]，也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
的主要载体，城市群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工业集聚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繁荣进步的同时，
也导致城镇污染和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增长。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工
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排放量间的矛盾仍然尖锐，且可能影响到中国“十四五”期间乃
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厘清城市群工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排放量
间的关系，不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也有利于探索城市群绿色发展
路径，促进区域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问题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2-4]。国际上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
家Grossman等通过对空间污染物与地区收入水平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水平呈倒

“U”型关系[5-6]。Panayotou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间的倒“U”型关系定义为“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7]，此后EKC逐渐成为研究经济水平
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经典理论，引发众多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国内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
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多借助EKC理论进行相关研究。21世纪以来国内外对
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增多，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污染物排放量关
系 [8-10]，如工业废水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11-13]、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14-16]、外商投资与
环境污染的关系[17-18]等，此外还拓展到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19-21]、工业化进程
中环境污染响应[2, 22]、工业污染集聚的空间效应[10, 23]等方面。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EKC
模型[11, 14, 18]、LMDI指数分解模型[22, 24]、脱钩指数模型[8, 25]、耦合协调度模型[4, 9]及空间计量
模型[12, 16, 21, 23]等方法，分析污染物排放强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尺度上，
以全国层面省级尺度和地级市尺度研究居多[20-21, 26]，省域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经济
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广东、江苏和山东等省份[11, 27-28]；城市层面主要以东部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直辖市或省会为例。随着城市群在引领带动经济发展作用的日益凸显，城市群已
成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的新热点区域，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
三大城市群为学者关注的焦点[4, 8]。可见，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 相关研究只是
通过建立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忽略了经济规模增长速度与环境污染
速度间的关系；② EKC、LMDI等模型主要探究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单向作用，环境
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考虑不足；③ 相关研究偏向于省域层面或全国层面的面板数据，
忽视了城市群这一重要功能区的空间作用。

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长三角城市群为例，构建工业经
济规模与污染排放指数的异速增长模型，探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对增长关系。在
此基础上，引入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这一由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探索型数据分析
技术 [29]，挖掘异速增长的影响机制，以期扩展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实现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
依据，更好支撑城市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区域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根据2019年12月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包括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全域，区域面积 35.67万 km2，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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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城市群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交汇地带，对长江经济带乃至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本文以长三角为研究区域，根据2018年行政区划，研究区域内41个地级以上城市为
研究的基本单元。以行政区工业增加值表示城市工业经济规模，行政区工业废水排放
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的综合指数表示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程
度，相关数据来自 2001—2019年的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
2.2 研究方法
2.2.1 工业污染指数计算 利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
排放量[21, 30-31]构建工业污染综合指数。采用熵值法确定3项指标的权重，熵值法能客观真
实反映隐含在指标数据中的有效信息，并降低评价的主观性[32]。使用极差法对3项指标进
行标准化处理，随后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和权重，得到 2000—2018年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的权重分别为 0.5917、0.2606 和 0.1477，
利用加权求和法计算长三角各城市的工业污染指数，其公式如下：

Pi =∑
j = 1

3

Zij × wj （1）

式中：Pi为 i城市的工业污染综合指数；Zij为 i城市 j变量的标准化值；wj为 j变量的权重。
2.2.2 异速增长模型 异速增长（Allometric Growth）是生物学和生态学经典的标度概
念，反映生物体局部与整体的几何测度关系[33]。异速增长关系通常定义为一个系统的局
部相对生长速率与系统整体或系统的另一个局部的相对生长速率的常数比例关系[34-35]。异
速增长可以分为纵向异速和横向异速，纵向异速增长揭示空间单元在时间序列上的异速
关系，横向异速探究不同空间单元在某一时间尺度上的异速关系。异速增长模型计算公
式为[36]：

Dt = aE b
t （2）

对式（2）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
ln Dt = ln a + b ln Et （3）

式中：Dt为 t时刻城市工业污染指数；Et为 t时刻城市工业经济规模；a为比例系数；b为
标度指数，也被称为异速增长系数。经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异速增长系数b处于2/3~1之
间，平均值约为 0.85[37-39]，即 b = 0.85时，工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排放等速增长；b＞
0.85时，为正异速生长，此时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增速小于工业污染排放相对增速；b＜
0.85 时，为负异速生长，此时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增速大于工业污染排放相对增速。将
正、负异速增长分别划分为3级，各异速级别划分标准及特征见表1。
2.2.3 增强回归树 增强回归树 （Boosted Regression Tree, BRT） 是基于分类回归树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算法的一种自学习方法，该方法结合回归树
（Regression Tree）模型与提升（Boosting）算法，通过多次随机选择和自学习建立多重
回归树，进而提高回归树模型的稳定性和预测精度[40-41]。BRT模型在运算过程中多次随机
抽取一定量的数据，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剩余数据用于拟合结果的检验，
最后对生成的多重回归树取均值并输出。BRT模型在处理不同数据格式时具有较强的灵
活性，对预测变量的独立性无需作出事先假设，能够适应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目前该模
型已广泛运用到生态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42]。

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系数为因变量，建立异速增
长的影响因素体系，利用BRT模型对各影响因素与异速增长的关系进行拟合，探测各因

2204



9期 尹上岗 等：长三角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异速关系及互动机制

素在其他因素取均值时，该因素与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系数之间的数量关
系，并计算各因素对城市间异速增长系数差异的贡献率。BRT模型使用R语言的Dismo
包构建，其参数设置如下：树的复杂程度（Tree Complexity）为3，学习速率（Learning
Rate）为0.01，其他参数使用默认设置。

3 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特征

3.1 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的空间分布格局
计算 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工业污染指数，利用 ArcGIS 软件自然间断点分级

法对2000年和2018年长三角地区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污染指数进行空间可视化（图1）。
在工业增加值方面，2000年和2018年空间格局较为稳定，均呈自东向西递减的空间

态势，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宁波长期居于前列，浙江西南部、安徽北部和南部等
城市群外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各城市工业增加值均有所增加，其中江苏、安徽中部和
东部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城市群平均值由 2000 年的 240 亿元上升至 2018 年的 1947
亿元。

在工业污染指数方面，工业污染格局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上海、杭州、苏州、南
京等核心城市工业污染排放较高，安徽北部和南部工业污染排放较低。2000—2018年长
三角工业污染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城市群工业污染指数均值由2000年的0.1218下降至
2018年的 0.0678，其中上海、南京、杭州、镇江、徐州等城市工业污染排放下降较多，
少数城市工业污染排放有所增加，如绍兴、宿迁、无锡、芜湖、马鞍山、嘉兴等城市。

比较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污染指数的分布特点可以发现，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污染排放
空间格局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均呈城市群东部至西部递减的总体趋势，随着工业增加值
的增加，工业污染排放呈现出下降态势，即长三角工业污染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3.2 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的纵向异速关系

建立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指数的异速增长模型，对其进行双对数线性拟合，得
到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的拟合模型（表2）。

2000—2018年标度指数在 0.7903~0.9852范围内波动变化，各年份拟合优度均超过
0.67，拟合效果较好。由标度指数的变化特点，将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

表1 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关系的协调性分级表
Tab. 1 The coordination classification of allometric growth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the emission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异速增长类型

正异速生长

负异速生长

异速级别

正异速3级

正异速2级

正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负异速2级

负异速3级

划分标准

3 ≤ b

1 ≤ b＜3

0.85 ≤ b＜1

0.5 ≤ b＜0.85

0 ≤ b＜0.5

b＜0

异速关系类型

污染扩张强型

污染扩张弱型

经济环境基本协调

经济扩张弱型

经济扩张强型

经济环境有所收缩

异速关系特征

污染排放相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工业经济
规模相对增长速度

污染排放相对增长速度高于工业经济规模
相对增长速度

污染排放相对增长速度稍高于工业经济规
模相对增长速度

污染排放相对增长速度低于工业经济规模
相对增长速度

污染排放相对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工业经济
规模相对增长速度

污染排放和工业经济规模其中一个减少或
同时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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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纵向异速划分为 2000—2009年和 2010—2018年两个阶段。2000—2009年标度指数总
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0.8611变动至2009年的0.7903，其中2000—2003年标度
指数超过0.85，处于污染排放增速稍高于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增速的经济环境基本协调阶
段，2004—2009年标度指数均低于0.85，处于污染排放增速低于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增速
的经济扩张弱型阶段。2010—2018年标度指数表现出波动上升态势，由2010年的0.8627
变动至 2018 年的 0.9852，其中 2010 年、2012—2013 年和 2016—2018 年标度指数高于
0.85，2011年和 2014—2015年标度指数低于 0.85，且均高于 0.82，反映出此阶段多处于
污染排放增速稍高于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增速的经济环境基本协调阶段。

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的标度指数呈先降后升的
变化趋势，即研究初期和末期标度指数相对较高，多处于经济环境基本协调阶段，研究
中期标度指数相对较低，多处于经济扩张弱型阶段。随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
工业经济规模的增速也有所减缓[43]，工业污染排放治理面临着巨大挑战。

图1 2000年和2018年长三角城市工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指数的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dex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00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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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的横向异速关系
由纵向异速增长对标度指数划分的两个阶段，利用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的异速

增长模型，计算2000—2009年、2010—2018年各城市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
的拟合模型，并对拟合方程的标度指数类型及其变化进行可视化表达（图2）。

2000—2009年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类型以负异速为主，负异速
增长型城市37个，占所有城市的90.24%，地域分布较为广泛。负异速城市中，负异速一
级城市仅舟山，负异速二级城市25个，占负异速城市的67.57%，主要分布在江苏中部和
南部、浙江中部和北部、安徽北部和西部等地区。负异速三级城市11个，占负异速城市
的29.73%，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东部等地区。正异速增长型城
市4个，占所有城市的9.76%，其中正异速一级城市仅宣城，正异速二级城市为丽水、黄
山和滁州 3 个。2010—2018 年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类型均为负异
速，其中负异速一级城市仅马鞍山，负异速二级城市仅阜阳，负异速三级城市39个，占
长三角的95.12%，广泛分布在各地区。

比较2000—2009年和2010—2018年两个阶段异速类型的变化（图2c），向下变动型
（跨级向下和逐级向下）城市 29 个，占研究区的 70.73%。跨级向下型城市 5 个，其中
2000—2009年4个正异速增长城市均跨级向下转变为负异速城市，即丽水、黄山和滁州
均由正异速二级降至负异速二级，宣城由正异速一级降至负异速二级，而舟山则由负异
速一级降至负异速三级，表明这些城市工业污染排放下降较快，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提
升。逐级向下型城市24个，主要分布在江苏中部和南部、浙江中部和北部、安徽的北部
和西部，且这些城市均为负异速二级降至负异速三级，说明这些地区工业污染排放增速

表2 2000—2018年长三角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拟合模型
Tab. 2 Fitting model of allometric growth between the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the emission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uring 2000-2018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拟合方程

lnD=-3.3321+0.8611lnE

lnD=-3.6933+0.8869lnE

lnD=-3.4535+0.8654lnE

lnD=-3.7496+0.8735lnE

lnD=-3.1888+0.8250lnE

lnD=-3.2923+0.8289lnE

lnD=-2.9271+0.7977lnE

lnD=-3.1206+0.8008lnE

lnD=-3.8566+0.7956lnE

lnD=-3.2194+0.7903lnE

lnD=-4.4946+0.8627lnE

lnD=-4.3899+0.8462lnE

lnD=-5.5241+0.9085lnE

lnD=-5.2054+0.8835lnE

lnD=-4.6676+0.8434lnE

lnD=-4.3140+0.8216lnE

lnD=-6.7816+0.9558lnE

lnD=-6.9398+0.9497lnE

lnD=-7.6318+0.9852lnE

标度指数

0.8611

0.8869

0.8654

0.8735

0.8250

0.8289

0.7977

0.8008

0.7956

0.7903

0.8627

0.8462

0.9085

0.8835

0.8434

0.8216

0.9558

0.9497

0.9852

拟合优度

0.7067

0.7248

0.7365

0.7623

0.7630

0.7738

0.7584

0.7731

0.7379

0.6744

0.7312

0.7423

0.7561

0.7597

0.7230

0.7210

0.7716

0.7297

0.7368

异速级别

正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负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正异速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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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降低，地区环境水平有所提高。平稳型城市11个，占研究区的26.83%，主要分布在
上海、江苏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部等地区，这些地区工业污染排放增速一直保持在较
低水平，城市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向上变动型城市仅马鞍山，且由负异速三级跨级向上
转变为负异速一级，反映出马鞍山工业污染排放增速虽仍低于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增速，
但工业污染排放增速有所上升。

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多数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相对增速低于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增
速，且多数城市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类型发生了向下变化，即工业污染排
放增速与工业经济规模增速的差距逐渐扩大。

4 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4.1 影响因素选取
由城市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异速增长及城镇化水平的相关研究[23, 44]，

依据客观性、科学性与可获得性等原则，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科技发展
水平、城镇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供给水平、财政投入水平、
能源利用效率和地理区位条件10项指标，构建长三角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
的影响因素体系（表3）。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影响，对 10项指标进行共线性诊断，利用SPSS软件计算各因素
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发现各因素VIF均低于 10，即各因素
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故将10项指标全部纳入BRT模型。
4.2 因子贡献率及稳健性检验

运用BRT模型分析各因素对 2000—2009年和 2010—2018年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
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的影响，并利用 2000—2018年长三角各城市异速增长系数检验
BRT模型的稳健性（表4）。

2000—2009年城市生态基础对异速增长的影响最大，贡献率高达42.56%，其次是能
源利用效率和工业发展水平，两者贡献率均超过15%，科技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
财政投入水平贡献率在5%~10%之间，影响处于中等水平，城镇发展水平、设施供给水

图2 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异速类型及其变化分布
Fig. 2 The types of allometric growth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uring 2008-2018

2208



9期 尹上岗 等：长三角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异速关系及互动机制

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条件影响较小，贡献率不足5%。2010—2018年城市生态基
础对异速增长的影响依然最大，贡献率升至47.72%，工业发展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影
响次之，贡献率均在16%附近，科技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贡献率超过5%，城镇发展
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投入水平、设施供给水平和地理区位条件影响较小，贡献率
低于5%。

比较2000—2009年和2010—2018年两个时间段各因素贡献率的差异发现，工业发展
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城市生态基础对异速增长的贡献率呈增加势头，
其中城市生态基础贡献率增加最多，达到 5.16%，对两个阶段异速增长的影响均保持在
第一位。工业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贡献率增加均低于1%，其中工业
发展水平影响程度由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水平、设施供给水
平、财政投入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和地理区位条件对异速增长的贡献率呈减少趋势，其
中财政投入水平和设施供给水平分别下降3.83%和1.24%，对异速增长的影响也分别由第

表4 各因素对异速增长的贡献率及其排名
Tab. 4 Relative contribution and its ranking of each factor to allometric growth

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发展水平

科技发展水平

城镇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城市生态基础

设施供给水平

财政投入水平

能源利用效率

地理区位条件

2000—2009年

贡献率(%)

1.69

15.81

6.37

2.99

5.91

42.56

2.19

5.22

16.70

0.56

贡献率排名

9

3

4

7

5

1

8

6

2

10

2010—2018年

贡献率(%)

1.57

16.33

6.82

2.62

6.01

47.72

0.95

1.39

16.07

0.52

贡献率排名

7

2

4

6

5

1

9

8

3

10

2000—2018年

贡献率(%)

1.49

15.76

5.86

3.72

6.14

44.36

1.58

3.66

16.75

0.68

贡献率排名

9

3

5

6

4

1

8

7

2

10

表3 异速增长的影响因素
Tab. 3 Driving factors of allometric growth

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发展水平

科技发展水平

城镇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城市生态基础

设施供给水平

财政投入水平

能源利用效率

地理区位条件

具体指标

人均GDP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地均使用外资金额

水面率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比重

人均财政支出

单位GDP用电量

地理相对位置

计算方法

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

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R&D经费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行政区面积

城市水域面积/行政区面积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地方财政支出/常住人口

全社会用电量/地区生产总值

核心区①、中心区②和非中心区③分别赋值1、2、3

单位

元/人

%

%

%

万美元/km2

%

%

元/人

kW· h/万元

-
注：① 2010年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指出，长三角核心区为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

州、南通、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16个城市；② 2019年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指出，长三角中心区为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

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7个城市，本文中心区（不含核心区）为27个城市除核

心区外的11个城市；③ 非中心区为三省一市除核心区、中心区（不含核心区）外剩余的14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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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和第八位下降至第八位和第九位，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
和地理区位条件贡献率下降均不超过1%。

由表4知，3个时段城市生态基础、能源利用效率和工业发展水平对异速增长的影响
均居前3位，其中城市生态基础贡献率超过40%，能源利用效率和工业发展水平贡献率
均高于15%，且2000—2018年贡献率与另两个阶段相差不足1%。3个时段对外开放水平
和科技发展水平的贡献率均在 5%以上，且相差较小，贡献率排名相近，城镇化发展水
平、财政投入水平、设施供给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均保持在较低
水平。总体来看，2000—2018年各因素贡献率与 2000—2009年和 2010—2018年相差较
小，各因素贡献率排名基本相同或相近，进而验证了BRT模型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4.3 主导因子影响规律

对2000—2009年和2010—2018年两个时段各因素贡献率取均值，选取平均贡献率排
名前六位作为主导因子，分别为城市生态基础、能源利用效率、工业发展水平、科技发
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财政投入水平。主导因子平均贡献率均高于3%，表明其对于长
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具有较强的作用，故绘制主导因子影响力变
化图（图 3、图 4）。图中曲线表示随主导因子取值变化，其对异速增长影响程度的变
化，边际效应数值越大表示影响程度越大。

（1）经济因素主导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财政投
入水平等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工业经济规模的影响，其中对外开放水平和财政投入水平为
主导驱动因子。地均使用外资金额对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的影响由正向转
变为负向，且呈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研究前期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引入的外企包含众
多污染性行业，但随着对外水平的提高及工业污染防治的加强，工业污染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遏制。地方财政支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财政投入水平对异速增长的影响也逐渐由正向转为负向，且呈正相关关系。

（2）环境因素主导的影响。城市生态基础和能源利用效率主要表现为对环境污染的
影响，且均为主导驱动因子，平均贡献率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二位。水面率可以反映城市
的水环境容量，水体既具有较大的纳污能力和净污功能，还能改善城市小气候，使城市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因此，城市生态基础对异速增长的影响最大，对异速增长的边际效
应也逐渐由正向转为负向，且呈负相关关系。目前中国工业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
等能源[45]，随之带来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故研究前期能源
效率较低，对异速增长的边际效应为正。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
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能源利用效率
得到较大提高，研究后期能源利用效率对异速增长的边际效应多为负向，且呈负相关
关系。

（3）经济和环境双重作用的影响。工业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设施供给水平、
地理区位条件对工业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工业发展水平和科
技发展水平为主导驱动因子。2000—2018年长三角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先增加后减
少的变化趋势，至2014年长三角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即城市经济
规模增加对第二产业（主要为工业）的依赖性逐渐降低，转而越来越依靠第三产业，故
前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时对异速增长影响为正，后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
渐降低时对异速增长的影响转变为负向。科技发展水平增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促
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和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从而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故研究后期科技发展水平越高对异速增长的负向影响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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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0—2018年主导因子对异速增长的边际效应
Fig. 4 Marginal effect of dominant factors on allometric growth during 2010-2018

图3 2000—2009年主导因子对异速增长的边际效应
Fig. 3 Marginal effect of dominant factors on allometric growth during 20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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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财政投入水平主要表现为对工
业经济规模的影响，城市生态基础和能源利用效率主要表现为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工业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设施供给水平和地理区位条件则表现为对工业经济规模
和污染排放的双重影响（图5）。

5 长三角一体化与经济环境异速增长的互动机制

5.1 区域一体化对经济环境异速增长的影响
一体化是区域发展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域增强竞争力的必由手段与务实选择[46]。长

三角作为中国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之一，区域经济虽然仍保持较快的增长趋
势，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力，但也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区域一体化进程
中，长三角地区经济环境异速增长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1997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大大推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至
2019年10月蚌埠、黄山、六安、淮北、宿州、亳州和阜阳7个城市加入协调会，沪苏浙
皖41个城市全部纳入长三角一体化范畴，即长三角一体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2010
年前，由于长三角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城市间的人口、产业、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
较慢，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中各自为政，城市的“空间一体化 （Spatial
Integration）”，即单个城市的独自发展影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城市间缺乏有效的统筹
协调，区域环境污染的防治进度较慢。在此背景下，长三角经济环境异速增长关系也发
生相应的变化，2000—2009年长三角各城市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横向异速增长类型
多样，且异速增长系数相对较高，2000—2003年纵向异速也出现了工业污染排放相对增
速稍高于工业经济规模增速的情况。2010年后长三角地区一系列区域融合发展政策的推
行与实施，城市的“空间非一体化（Spatial Non-Integration）”，即城市间联系的强化促
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尤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和生态环
境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2010—2018年长三角各城
市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横向异速增长类型趋于同质化，且均为负异速增长，经济环
境异速增长关系逐渐改善。
5.2 经济环境异速增长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是区域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亦是各国政府、
社会和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长三角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的纵向异速增长关系
总体上由正异速转变为负异速，之后又转变为正异速，异速增长系数呈先下降后上升趋
势。研究前期，长三角地区经济环境异速增长关系趋于改善，区域整体处于由经济环境

图5 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驱动机制
Fig. 5 Driving mechanism of allometric growth between the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the emission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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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协调向经济扩张的转变阶段，为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在此背景
下，上海等核心城市着重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合作领
域和丰富合作形式，并通过协调机制建设保障城市合作，如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
立并不断扩容，反映出经济环境异速增长状况的优化为区域一体化的加深提供了有利条
件，经济和生态环境一体化推动了区域一体化进程。

在产业转移初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将产业技术含量较低、环境污
染较重企业转移至经济欠发达地区，从而使本地区经济环境异速关系有所改善，产业转
入地区经济环境异速状况有所恶化。2000—2009年滁州、黄山、宣城和丽水为污染排放
相对增速高于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增速的正异速增长类型，这些城市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较低，且靠近长三角经济发达的城市，受周边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影响，城市工业污
染排放呈快速增长趋势，经济环境异速关系逐渐突出，但经济联系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
也促进了区域一体化。

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和生态文明理念的逐渐重视，及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发展
格局的逐步形成，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提升。上海、南京和杭州等
城市率先举起高质量发展大旗，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一方面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
实力，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品质，使得2010—2018年长三角多数城市工业经济规模—污染
排放异速增长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通过区域间相互联系，加深区域一体化进程。在
区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长三角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逐渐降低[47]，
工业规模增速有所减缓，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纵向异速增长问题又逐渐显现。
5.3 区域一体化与经济环境异速增长的互动机制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均需要合理使用，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一体化作为长三角区域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关键[48]，只有市场机制才能自动协调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共享效应，
调节和解决一体化进程中的各方利益冲突。区域一体化也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政府对
生态环境强有力且长期的监管、治理与保护，为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弥补市场机制
的缺陷与不足，优化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市场主导性与环境保护的政府主导性，两者
主导力的错位最终形成了长三角经济环境异速增长的空间格局。

长三角纵向异速与横向异速的差异表明，即使各城市污染排放相对增速低于工业经
济规模增速，但由于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进程较慢，环境污染的跨区域协同治理有待于
进一步完善，故仍存在少数城市工业污染排放有所增加的现象，导致区域整体污染排放
相对增速稍高于工业经济规模增速。在影响因素上，各主导因子对异速增长的影响由前
期的正向转变为后期的负向，反映出在一体化初期，区域对资金、人口、技术等诸多要
素的资源配置能力较差，环境治理水平较弱，从而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在一体化程度加深后，区域协同利用要素的能力不断增强，环境协同治理水平也逐渐提
高，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异速关系也随之改善。随着长三角地区的不断扩容，区域各
城市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同时，还应在生态环境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治理，使城市既实现
自身的绿色发展，更能共同打造“绿色长三角”，推动长三角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长逐渐由高速向中
高速乃至中低速转变，稳增长与调结构、稳增长与保环境等均存在两难选择。单个城市
已经很难独立解决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污染有效治理等经济环境异速增长产生的问题，
故借助地缘邻近、资源互补和比较优势等条件，加强与周边地区联系，最终形成一体化
区域[49-50]，以求在经济发展共享、资源优化配置、环境协同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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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异速增长问题催生了区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也有利于经济环境异
速增长问题的改善，经济环境异速增长关系的缓和又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域一体
化与经济环境异速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图 6）。在长三角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程
中，区域经济环境异速增长关系不断变化，反映出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经济动力与环
境动力的博弈。因此，协调行政与市场的关系，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区
域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2000—2018年城市工业经
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指数间的异速增长规律，借助机器学习中的BRT模型分析异速增长的
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

（1）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排放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
相似性，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态势。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纵向异速增长系数
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其发展特征由经济环境基本协调转变为经济扩张弱型，又转变为
经济环境基本协调。在横向异速上，长三角大多数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相对增速低于工业
经济规模增速，且70%以上的城市异速增长类型向下变动。

（2）城市生态基础、能源利用效率、工业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
和财政投入水平是影响异速增长的主导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水平、对外开放
水平和财政投入水平主要表现为对工业经济规模的影响，城市生态基础和能源利用效率
反映出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工业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设施供给水平和地理区
位条件呈现出对工业经济规模和污染排放的双重影响，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
排放异速增长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结果。

（3）经济增长的市场主导性与环境保护的政府主导性间的错位关系产生了经济环境
异速增长问题，经济环境异速增长使区域一体化的出现成为可能，区域一体化的加深更
有利于经济环境异速增长问题的缓和及解决，区域一体化与经济环境异速增长之间相互
促进、相互影响。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入推进，区域工业经济规模—污染
排放异速增长关系或将有所改善，从而促进一体化质量的加速提升。

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中国经济增长也由高增速向高质量转变，虽
然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但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
的矛盾仍然存在并影响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长三角地区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对长三角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
规律的研究，可以促进区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繁荣，对其他城市群和地区的

图6 一体化与异速增长的双向关系
Fig. 6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allometr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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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伴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
角地区已从城市异速增长的空间博弈转向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此时更应协调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生态环保领域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经济稳步增长，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此外，还应深入推进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
治，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结
合本文的研究发现，下一步可分区探测异速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或探析正负异
速影响因素区别及其差异机理，以期揭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异速增长驱动力的区域差
异，还可以借助系统动力学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预测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异
速增长的发展趋势，为地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实现“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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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rifying the link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an
essential issue to achieve r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s. Using the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dex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region during 2000- 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llometric growth models based on the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dex to reveal their spatio- temporal changes. We als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llometric growth using a boosted regression t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dex in
the study region has strong stability and high similarity, demonstrating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east to west. Moreover, the industrial pollution index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2) In terms of the vertical direction, the allometric
growth in the YRD changes along with the pattern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coordinated
basically- the weak economic expansio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coordinated basically. For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the rate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dex is lower than the size growth rate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shows a downward trend in most of the cities. (3) Urban
ecological foundation, energy efficienc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level, opening- up level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level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allometric growth, and these factors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allometric growth in the
early stage, while turn into negative impacts during the later stage. (4) The misalig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driven 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ment- driv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ces the allometric growth of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nd promotes
regional integr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allometric growth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promote each other. Promoting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ntegration in the YRD,
as well as realizing the coordination of lucid waters-lush mountains and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is the only way to accomplish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size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industrial pollution index; allometric growth; boosted
regression tre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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